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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家庭價值的應用與 

生物科技倫理 
 

葉敬德* 

 

摘要 

 
隨着科技的發展，當代社會出現了好些新的道德議題。學者

嘗試從不同的宗教、哲學及文化傳統，如儒家角度，回應這些議

題。部分學者在詮釋儒家傳統時，卻往往只選取某些儒家的重要

概念，或引用某些儒家重要的經典，然後論證儒家在回應某議題

的適切性。但是，儒家並非僅僅是一套哲學的系統。儒家在過往

千多年，一直為中國社會提供生活的指導原則。所以，我們關注

的，應是如果將儒家這些原則應用到今天相關議題時，將出現怎

樣的狀况；以及這些原則在歷史上的應用又能否為當代建構儒家

倫理提供在概念與經典外的資源。 

本文探索的，正是建構儒家倫理的方法問題。筆者嘗試從儒

家的婚姻家庭價值及其在歷史上的具體應用，看它對當代中國在

生物科技方面的抉擇帶來什麼影響。如果儒家是一個活傳統，其

價值觀在過往的應用亦應可為今日的處境帶來洞見，同時亦展現

出儒家倫理歷久不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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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婚姻家庭倫理 

 

一、婚姻的目的與獲得子嗣的重要性 

 

儒家相信男女的關係是其他人際關係的起點，婚禮是其他禮儀

的根基。《易經．序卦傳》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

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

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儀有所錯。 」

十七世紀大儒顧炎武(1613–1682) 亦認為，「夫婦人倫之本。」(顧炎

武，1984，52) 

孟子相信：「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

母之心，人皆有之。」（《孟子．滕文公下》）因此，歷代的父母

都非常關心子女的婚姻問題。直至十七世紀，王夫之(1619–1692) 仍

然相信「此人道之始終，而成其子之身，即以成先人之緒，父母之

心，豈有不汲汲然欲之者哉？」(王夫之，1990，364-365) 

儒家認為婚姻制度是聖王為了預防淫亂而設立的。《禮記．經

解》：「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明末清初大儒

黄宗義 (1610 – 1695) 仍相信，「二帝、三王⋯⋯為之婚姻之禮以防

其淫。」(黃宗羲，1974，5-6) 但是，除了這個消極的目的外，婚姻

亦有合兩性之好，延續宗廟香火和繼續家族血脈承傳等目的。 

《禮記．昏義》這樣寫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

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因此，明代(1368 – 1644) 及

清代(1644 – 1911)的法律均繼承《唐律》禁止同姓通婚。及清末法律

改革才容許同姓不同鄉的男女通婚。(陳顧遠，1987，133) 但是，明

清兩代卻仍然有好些同姓通婚而未有受法律制裁的案例。(史鳳儀，

1987，47) 

儒家反對同姓通婚，因為他們認為同姓通婚的繁殖力弱，不易

獲得後裔。《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儒家家庭價值的應用與生物科技倫理   23

《國語．晋語》：「同姓不婚，恐不殖也。」而顧炎武亦認為同姓

不應該通婚，因為： 
 

姓之為言生也⋯⋯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姓之所從來。本於五帝。五帝之得姓。本於五行。則有相

配相生之理⋯⋯晉嵇康論曰：「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

(顧炎武，1984，132-133) 
 

根據儒家的看法，能夠為男性存留後嗣便是婚姻最重要的目

的。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孟子．離婁上》）而

王夫之相信：「子孫，體之傳也。」只有男性才可以擔當家主的角

色，負責家族的禮儀和祭祀。男性的後嗣確保了宗廟香火的承傳和

家族血脈的延續。而欠缺了子孫，人亦不可以稱謂「全而歸三者也。」

(王夫之，1974，25-26) 所以如果不能夠為家族存留後嗣便是最大的

叛逆。 

儒家相信孝弟為人之本。孔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論語．學而》）曾昭旭相信，「孝

道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實在是居於與西方文化中的宗教相同的地

位。」(曾昭旭，1982，211) 因此，雖然儒家視預防淫亂和合兩姓之

好為婚姻的目的，但孝道所要求的卻是要為家族留子嗣。唯有子嗣

才能夠讓家族的宗廟和血脈延續下去。所以，能夠為家族生育男性

的後代是婚姻最重要的目的。但是，如果男性不能夠跟妻子獲得後

裔，那又有沒有其他幫助他獲得子嗣的方法呢？  
 

二、獲得子嗣的其他方法 

 

根據儒家的看法，婚姻最重要的目的是獲得子嗣。如果妻子不

能夠生子，則家族便會湮滅。因此，直至二十世紀初，「無子」仍

然是休妻的理由。漢代(前 206 –公元 220) 《大戴禮記．本命》 提出，

「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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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而在歷代的法律，除了次序或

有不同外，都有相同的規定。 

 但是，〈本命〉除了提出「七出」外，亦提出了「婦有三不去：

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意思是如果妻子被休棄便會無家可歸；或妻子已經為公婆守喪三

年；或在娶妻時貧賤而現時富貴，都不可以將她休棄。然而，如果

妻子所犯的是「淫佚」之罪，則不受「三不去」的保障。(史鳳儀，

1987，146；瞿同祖，1996，126) 

然而，問題是人是否可以因為妻子無子而將她休棄。法例規定，

妻子要年過五十無子，丈夫才可以將她休棄。但是，很少人到了五

十以上還想休棄妻子的。(瞿同祖，1996，125) 所以，男子是不容易

以無子為由出妻的。而由於以無子為由休妻不易，丈夫便往往希望

透過納妾而獲得子嗣。雖然自秦代(前 221 –前 206) 和漢代經已視一

夫一妻制為婚姻制度的正型，但為了獲得後裔，一夫一妻也要讓出

准予納妾的空間。(蘇冰、魏林，1994，36-43、 96-100、150-155、

189-196、253-257 及 299-303 ) 

儒家接受男子為了獲得子嗣而納妾。但儒家並不認為男子納妾

是與妾家合兩姓之好。「夫」、「妾」之間是沒有婚約關係的。瞿

同祖指出： 
 

古人說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妾是買來的，根本不能行婚

姻之禮，不能具備婚姻的種種儀式，斷不能稱此種結合為

婚姻，而以夫的配偶目之。妾者接也，字的含義即指示非

偶，所以妾以夫為君，為家長，俗稱老爺，而不能以之為

夫。所謂君，所謂家長，實即主人之意。 
 

妾在家長家中實非家屬中的一員。她與家長的親屬根本不

發生親屬關係。不能像妻一樣隨着丈夫的身分而獲得親屬

的身分。她與他們之間沒有親屬的稱謂，也沒有親屬的服

制。他們以姨太太或姨娘呼之，她也只能像僕從一樣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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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為老太爺、老太太、老爺、太太或少爺、小姐，甚

至對於老爺太太所生的子女如此稱呼，除非是她自己所生

的子女，她才能直呼其名而有母子的關係，同時太太所生

的子女因她有子才加一母字而稱之為庶母或姨娘。妾而採

取奴僕式的稱謂，是極有趣的事，不但指示她非家中的親

屬，而且令人懷疑她的地位就有些近於家中的奴僕。此

外⋯⋯她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是不能往來於家長之家

的，他們之間根本不能成立親戚的關係。這些無一不足以

指示妾非合二姓之好。 
 

更重要的，她也不能上事宗廟——這是婚姻的功能，她不

能參加家族的祭祀，也不能被祀（有子則為例外，但能別

祭，不能入廟）。妾無論如何是不能加入家長之宗的。(瞿

同祖，1996，133-134) 
 

但是，如果某人不想納妾，另一個獲得子嗣的途徑便是在一段

時間內租賃別人的妻子。因為社會上一些窮困的人會典當自己的妻

子，以解決經濟的困境，避免家庭的瓦解。雖然這種做法從來都是

不合法的，但卻開始於動蕩的南北朝(420 – 589) 而流行於蒙古人統治

的元朝(1279 – 1368)。在典當期內出生的子女，都會歸租賃該婦人的

家庭所擁有。通常典當期會在嬰孩斷奶後結束，該婦人也會回歸自

己的夫家。(葉麗婭，2000) 

除了納妾或租賃別人的妻子外，如果某家庭只有女子，該家庭

也可以透過招婿，將所獲得的男丁定為本家的子嗣。這種做法開始

於春秋時代(前 770 –前 475)。男子被招到女家落户賤稱為「贅婿」。

而歷代贅婿均遭社會所歧視。(史鳳儀，1987，47-48) 所以，儒家並

不支持這種做法。因此，儒家亦不主張自己的子孫作贅婿。例如：

王夫之曾書《傳家十四戒》，首戒即云：「勿作贅婿。」(曾昭旭，

19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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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中國社會，結婚生子是非常重要的事。如果一個人最

終不能夠生子，他便會以過繼的方式為自己尋覓後人。通常他會在

近親的家庭成員中收養一名男性的成員作自己的繼承人。例如：顧

炎武原為顧同應次子，便是過繼到他祖父的弟弟顧紹芾的家中，由

顧紹芾及其媳婦王氏撫育成長的。而顧炎武自己亦無子，便以族子

顧衍生為嗣。(沈嘉榮，1982，49-55) 

因此，如果一個人不能夠透過婚姻生活獲得後裔，他/她亦可以

藉着納妾，租賃短期的「妻子」，招納一名男子為贅婿或收養近親

的男丁等方法獲得後嗣。 
 

三、孝道與守護自己的身體與德行 

 

儒家相信孝道是最重要的德行，而盡孝的其中一個表現便是守

護自己的身體和德行。 

宋明理學的先導者周敦頤(1017-1073)相信，陰陽是隨太極的動

與靜產生的兩種力量，宇宙便是由陰陽的交合而形成。他說：「無

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

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

而最靈。」(馮友蘭，1961，821) 

根據這種看法，儒者相信男女為乾坤，乾坤為天地，而父母便

是天地的代理者，人應該孝敬父母以求了解天地所賦予人的品德。

例如：王夫之認為，「⋯⋯自太極分兩儀，運為五行，而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皆乾、坤之大德，資生資始；則人皆天地之生，而父母

特其所禪之幾⋯⋯父即生我之乾⋯⋯母即成我之坤⋯⋯。」「誰繼

天而善吾生？誰成我而使有性？則父母之謂矣。」而由於父母生我，

「使我有形色以具天性者也。」所以，人「盡敬以事父，則可以事

天者在是；盡愛以事母，則可以事地者在是；守身以事親，則所以

存心養性而事天者在是⋯⋯。」人透過孝敬父母以求天地之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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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父之為乾，母之為坤，不能離此以求天地之德，亦昭然矣。」(王

夫之，1975，313-314) 

儒家要求人盡孝，而儒家亦明白人的限制，卻鼓勵人要克服自

身的局限，以求以孝道完善自身的德行。儒家相信人生而性善，但

其善性的展現卻會受到在氣化時所承受的禀氣的清濁所限制。宋代

大儒朱熹(1130-1200) 云：「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

但禀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禀氣之濁者，為愚

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馮友蘭，1961，917-918)  所以，儒家接

受個人的限制，但卻不認為人的態度是命定的。因此，人是可能亦

需要努力了解自性的理、周遭的環境和培養自身的道德品格，以克

服自身的限制。(de Bary 1960, 526) 

「守身以事親」所要求的是守護自己的身體和品德，但卻不是

一件容易完成的事。孔子回答孟武伯問孝說：「父母唯其疾之憂。」

（《論語．為政》）而王夫之在討論孔子的回答時指出，父母為了

自己健康的狀况憂心，人必須要戰戰兢兢地事親、守身，以報答父

母的愛。他說： 
 

凡父母而存之日，無非念子之情也。其所切切然不舍於懷

者，唯子之疾也⋯⋯。 

但於此而念之：父母之（愛我）也如此，而我即何以酬之

乎？父母之憂我也如此，而我將何以慰之乎？⋯⋯以此思

事親、以此思守身，戰戰慄慄，無忘於夙夜，而敢侈言孝

乎？(王夫之，1990，289-290) 
 

王夫之知道緊守身體是何等困難的事。因此，他主張人要以戰戰兢

兢的態度守身。「戰戰者，言其恐懼也；兢兢者，言其敬慎也。」 而

唯有終身堅守，「免於墜陷」，方可達到「無有毁傷以全歸。」(王

夫之，1990，530) 而他相信「守身以敬親而事天，則悅親而樂天，

無小大之異也。」(王夫之，197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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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孟子亦認為，「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

守身為大……守身，守之本也。」（《孟子．離婁上》）在此「守

身」所指的便是守護自己的品德，這是事奉父母最根本的大事。黄

宗義相信，父母不僅將身體給與我們，亦將「降衷之理」給與我們。

我們必須守護自己的德行。他說： 
 

「守」如城守之守。父母生我，將此降衷之理，完全付我。

墮地以後，愛惡情偽，百端交攻，我不能守，便至喪敗。

故須血戰孤城，待得夕死，交割還與父母，始謂之全歸，

不特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已也。(黃宗羲，1985，98) 
 

王夫之亦看見守護身體和品德的關係。如果人不能夠守護身

體，人亦守不住自己的品德。他指出，人為了生存而「為資生之計」，

但卻宜儉不宜勤。他說：「吾自有吾之志氣，勤於此則荒於彼。鷄

鳴而起，孳孳為利，專心並氣以趨一塗，人理亡矣。」而儉則為「德

之共也。」因為「儉則事簡，事簡則心清，心清則中虛，而可以容

無窮之理。」所以，人應該維持簡單的生活，不應過勞，不要「浮

氣逐物，以喪其所知所能之固有，」以至「竭精疲神」，人理俱亡，

「不知君父，鳴呼，危矣哉！」(王夫之，1974，20-21) 

所以，儒家相信，仁德之士亦應該是能盡孝的人。王夫之認為，

「古之仁人而即為孝子。」他相信「親之生我，唯此身矣。守之而

無為習俗所移，利欲所動，則耳目得有其聰明，心思得有其智慮，

而身不失。身不失，則心無妄動而理常存，以之事親，必不至為外

物之所遷而分其愛敬。」(王夫之，1990，465) 

當人盡孝，孝便會延伸而覆蓋其他的人際關係。王夫之宣稱：

「……守身以事親……推仁孝而有兄弟之恩，夫婦之義，君臣之道，

朋友之交，則所以體天地而仁民愛物者在是。」(王夫之，1975，314) 

再者，如果人盡孝守身，便可達至全歸。王夫之說：「全形以

歸父母，全性以歸天地，而形色天性初不相離，全性乃可以全形。」 

(王夫之，197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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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相信人的身體和品德都是父母所賜的，所以人應該孝敬父

母。而孝道更是所有德行之首，孝道亦可以推及其他的人際關係。

人的責任便是要守身，守護自己的身體和德行。 
 

四、父權、孝道與儒家家庭的重要性 

 

儒家的家庭是父權的，視獲得子嗣為婚姻最重要的目的。如果

夫妻的陰陽交配未能夠生育子嗣，儒家會容許男子或家庭以納妾、

租賃別人的妻子、過繼和招納贅婿等方法，以求血脈的承傳。 

儒家相信獲得子嗣的目的是為了承傳丈夫的血脈。儒者雖然接

受人分別擁有父母的氣，但決定性的元素卻來自父親。黃宗羲解釋

說，「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為身。」(王夫之，1974，5) 王夫之

亦認為「子孫，體之傳也。」(王夫之，1974，25) 顧炎武相信「一家

之尊統乎父」。(顧炎武，1984，136) 而顧炎武和王夫之都強調，人

不應該為同母異父的兄弟姊妹守喪。(顧炎武，1984，136；王夫之，

1974，48) 因為自己所繼承的是父親的血脈。人無論是透過聚妻，納

妾，或租賃別人的妻子而獲得子嗣，目的都只是為了留存夫家的血

脈。 

至於收養近親為嗣方面，收養的對象都是自己兄弟、父親的兄

弟、或祖父的兄弟的兒子。因為跟其他的儒者一樣，王夫之相信，

「若其於兄弟也，則俱受於父母而既分矣」，故具同一本源。(王夫

之，1990，572)  因此，從父系近親收養繼後是除了自身生養外，較

好獲得後嗣的方法。 

所以，我們亦將明白「贅婿」何以被社會歧視。因為他們並沒

盡一己的孝道，竟然先為別人的家庭留後，卻未能以自身的血脈為

先，為自己的宗支先留後。 

或許儒家的家庭是以父權為中心的，但它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

卻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儒家傳統十分強調人與人的關係，尤其

是家庭成員間的關係。陳祖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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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儒家倫理中是最重要的單位。這是人培養和展示最

自然和當下的感情與愛的地方。孟子認為年幼的孩子自然

會知道父母的愛。他們長大後，亦自然會尊敬自己的兄

長。如果人需要幫助，最自然和恰當的來源便是自己的家

庭，那關心和愛的根源地。而且，對於儒家言，每個人都

有道德責任照顧自己家庭的成員。(Chan 2003, 242-243) 
 

儒家相信家人能夠和睦同居是其中一個最能夠討父母喜悅的方

法。例如，顧炎武相信聖人之道始於家庭。他說：「王並之大。始

於閨鬥。妻子合兄弟和。而父母順。道之邇也卑也。」(顧炎武，1984，
147) 

王夫之相信，如果在家庭中，「和氣充盈於內外，至愛緜密於

尊卑，無所拂焉，無所逆焉，而為之父母者，不已相安於慈和之中，

大慰其性生之樂，其順矣乎！」(王夫之，1990，143-144) 此為儒家

所追求的理想家庭。 

事實上，儒家相信，能夠妥善地處理家人的關係是達至世界和

平的重要步驟。《大學》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

正其心。」 

何炳隸指出，雖然中國歷史上有好些世家大族，但根據儒家的

看法，如果人希望為國家帶來和平，修身以後，下一步要治理的並

不是自己的家族，而是自己的家庭。 因為 「儘管家族的地位自宋代

(960 – 1279) 新儒學興起而強化」，但家庭仍然是父系血脈承傳的、

最基本的組織，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 Ho 1962, 161-162) 謝幼偉

亦認為，「儒家倫理視個人與家庭是同等重要和互相倚賴的。」(Hsieh 

1989, 319) 儒家倫理特別強調人對家庭的責任。家庭之所以重要是  
 

由於我們都是從父母得到生命，在家庭中成長，我們的人

性的培育和發展常是開始於家庭⋯⋯沒有了家庭，或是因

為家庭的疏忽，一個人的仁，或人性（或仁愛）便會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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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根⋯⋯另一方面，透過培養個人，人亦可以妥善地治理

家庭⋯⋯在此亦看見個人的重要性。(Hsieh 1989, 318-319) 
 

所以，儒家倫理從來不會將個人與家庭分開。個人有責任為家

庭帶來榮譽，卻不可以令家庭蒙羞。雖然儒家家庭是以父權為中心，

目的是為了丈夫留後，但家庭始終是培育個人品格最重要的地方。

每個人都應該為家庭帶來榮譽，也要好好治理自己的家庭，然後才

能夠為天下帶來和平。 
 

五、父權家庭與生殖科技 

 

在傳統中國的父權社會裏，家庭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

以剛才所談及的儒家家庭價值為指引，並應用到今天生命科技所涉

及的道德議題時，我們或許會看見以下的結果。 

首先，為了延續丈夫的血脈，相信儒家會接受以選擇男性為目

標的胎兒性別選擇(sex selection)。而他們亦會歡迎女性捐出卵子，好

為男性留下後人。 

其次，儒家為了獲得後裔而在一夫一妻制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

讓步，但現代社會卻不容許買賣妾侍和租賃他人的妻子。然而，相

信儒家就孕母所提供的服務不會有異議。 

第三，儒家對來自捐精者的幫助會頗為保留。雖然自己的妻子

並沒有跟捐精者發生性行為，但由於儒家並不接受妻子與別人生育

而為自己留後，所以亦不會接受妻子的卵子與別人的精子陰陽交替

而成孕。而雖然儒家接受收養近親的男性為自己的後裔，卻不願意

接受近親捐贈卵子。因為近親的精子跟妻子的卵子聯合成孕則更有

亂倫之嫌。 

笫四，將來克隆(cloning) 的技術或許可以幫助人複製自己而為自

己留傳血脈，但卻未能滿足儒家以男女陰陽交合而成孕的要求。 

第五，儒家相信，不論一個人是聖是愚，都是循着理的指導，

在陰陽交合的過程中承受的氣所成就的。但儒家亦相信，人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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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要努力了解自性的理、週遭的環境和培養自身的道德品格，以

克服自身的限制。因此，如果基因治療(gene therapy) 能夠幫助人獲

得能力，令人努力不懈地建立自身的道德品格，則儒家亦有可能接

受基因治療。 

第六，在儒家的社會，家庭扮演着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為了

家族的榮譽，儒家有可能接受基因改良(genetic enhancement) 的技

術，以提昇自身某些方面的表現。但是，無論是那種生物科技，其

應用絕對不可以傷及人的身體或品德。因為如果人的身體或品德受

到傷害，便會令人變成不孝的逆子。因此，生物科技必須在絕對安

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應用。 

當我們將儒家的家庭價值應用到今天生殖科技所涉及的道德議

題時，我們會發現儒家對生命科技的接納程度是相當高的。但是，

本文並沒有探討儒家傳統的另一面，即品格培養的問題。如果儒家

所重視的是道德品格，則任何生命科技的應用都不可以傷害到個人

的品格。那麼在應用這些科技前，我們便先要處理一連串的問題，

如：儒家珍視哪些品格呢？用什麼方法培養這些品格呢？在什麼情

况會窒礙道德的培養而令品格受虧損呢？這些問題相信要另文探

討，以辨析儒家品格培育與生命科技應用的關係。 

雖然儒家似乎頗為接受生命倫理，但問題是儒家在當代的中國

社會有多大的影響力。 

事實上，儒家自二十世紀初便一直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但是，

正如 Kam Louie 在 1980 年指出， 
 

雖然有很多起伏，二十世紀一般的傾向是離開儒家越來越

遠⋯⋯。 

或許一般的趨勢是離開儒家越來越遠，但孔子仍然在某些

時期獲得相當的讚譽。甚至到了六十年代早期，在好些有

關孔子的研討會上，孔子所獲得的正面評價都是多於負面

評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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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道德概念很早便被視為孔子思想的核心。在（二十

世紀）五十年，雖然有人嘗試從馬克斯主義的唯物論和唯

心論的角度看孔子的哲學，但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禮和仁等

概念上。幾位著名的學者都試圖論證儒家的價值在社會的

承接性(inheritability)。 
 

縱使孔子在七十年代受到嚴厲的批判，但似乎國家的過去

並未因為政府或文人的筆而被放進博物館。這方面在中國

是尤其真確的，因為它有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似乎

經過了二十多年共產的統治，並過往幾年的爭論，這傳統

仍然是有影響力的。相信孔子仍然會在將來成為一個爭議

的議題。(Kam 1980，146-150) 
 

金耀基指出：「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中最重要而特殊的是家族制度。

中國的家是社會的核心。它是『緊緊結合的團體』，並且是建構化

了的，整個社會價值系統都經由家的『育化』(enculturation)與『社化』

(socialization)作用以傳統給人。」(金耀基，1999，25-26；麻國慶，

2009，55-66) 

因此，當代的中國人仍然希望獲得子嗣。根據 2006 年一項調查

顯示，中國的男性人口佔總人口 51.52%，女性則佔 48.48%，性別比

為 106.3:1。「在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下，因男女人口不平衡而引發

的問題值得各方關注。」(劉佩瓊，2008，38-42) 

或許儒家仍然在中國有相當的影響力。但這影響力在城市跟鄉

村間是否有分別呢？Sulamith Heins Potter 及 Jack M. Potter 曾經從

1950 年至 1985 年在廣東東莞附近向農村做過田野調查。他們指出， 
 

……雖然在過去三十五年，中國東南部農村的親屬制度在

表面上有好些改變，但其深層結構的模式卻展現出令人驚

奇的持續性(persistence)。這份持續性是從來未根本性地受

到攻擊，而現時的政策更是助長着這份持續性……從結構

主義的角度看，資料顯示出結構的力量 – 在此所指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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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屬結構 – 抵抗那持續的革命行動(praxis)的攻擊。儘管

經過了土改，集體公有化(collectivization)，大躍進，人民

公社，及文化大革命，但舊的結構仍然持續……雖然面對

着歷史的逆流，有關社會生活正確結構的文化思想是出奇

地堅定……革命的行動從來沒有以一種純粹而未經扭曲

的形式衝擊中國農村的結構。中國人的腦袋仍然充塞着其

文化的深層結構思想，以至新的社會主義集體公有的形式

會巧妙地(subtly)重塑以迎合中國人的想法。舊思想對於男

人與女人，人及其財產，居住、親屬及繼承模式等的正確

關係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以至於在集體公有應用時，便

已經滲滿了中國人所能理解的傳統元素和意義，更同時消

磨掉革命潛力的銳氣。(Potter 1990, 267-268) 
 

在城市方面，近期的研究顯示，在 1970 年代後期經濟改革後成

長的上海男性，雖然他們不喜歡分擔家務，但卻傾向接受較平等的

婚姻及家庭關係。但是老一輩的上海男性，雖然他們有時間負責很

多家務，卻仍然持守着傳統的、父權為中心的價值觀念。(容慧明，

2008，17-33) 

因此，似乎城市的年輕人並未完全接受叔父輩的家庭價值。《中

國日報》(China Daily) 在 2007 年 7 月 30 日報導，中國有差不多百分

之十的夫婦是不育的，而其中三分之一的問題是在於男方。在 2007

年，中國有 88 所政府承認的從事精子貿易及人工生育的機構。 由於

中國人仍然相信一滴精子等於十滴血的神話，捐精者的人數是遠遠

未能滿足實際的需求。但是，北京唯一一所精子庫的總栽陳鎮文(Chen 

Zhenwen) 指出，幸好好些大學生都不接受這種想法，他們都樂意幫

忙。(Shan 2007) 《上海日報》(Shanghai Daily) 在 2004 年 9 月 23 日

報導，大學生佔了城市捐精者人數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College 

Students Major Sperm Donors in China” 2004) 為了解決不育的問題，

城市的年輕夫婦都願意接受捐精，而出來幫助他們的大多是年輕

人。由於一孩政策的關係，這些年輕夫婦都沒有近親的孩子可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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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而接受捐精是最後的方法。他們或許仍然受儒家思想的影響，

但影響的程度有多大則不得而知了。 

中國或許再也不是儒家社會而變得越來越多元化。人會對儒家

的陰陽哲學提出疑問，而拒絕儒家的父權思想，更會批判性地指代

孕母是近乎從前被典當的妻子，是生產的工具，是被人利用的客體。

但似乎沒有人能夠完全放棄儒家傳統，尤其是中國的農村和城市叔

父輩的人，儒家思想仍然是相當有影響力的。如果這是中國現時的

狀况，則我們在思考和應用儒家倫理時，除了處理某些適用於某些

當代議題的儒家概念及經典經文外，我們或許仍要處理以下一系列

的方法論問題：儒家的發展有如此久遠的歷史，我們所指的儒家和

儒家傳統是指什麼的儒家和儒家傳統？這傳統在過往是怎樣應用

的？這些應用的方法能否為今日的儒家倫理提供解難的方法？過去

的實踐與今日的實踐是否有連續性？儒家思想可以怎樣更新而能夠

在當代找到發言權？我們是為誰探求儒家倫理？農村的中國人？城

市的中國人？高等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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